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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海锋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Abstract：During the late Shang period, the“Western Territories”（Xitu）can be divided into hierarchical
geographic units, with“plateaus”and“basins”constituting the region’s primary geographic divisions. This
study approaches the late Shang Xitu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explor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changes and soc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is zon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large-scal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reflects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mong populations. Conversely, the more fragmented thes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are, the more
heterogeneous the populations become, resulting in greater social instability. It was the geographic advantage
of the Zhou people that enabled them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plateau and basin populations within the
Xitu region, gradually achieving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Shang
collapse.
Keywords：Late Shang Xitu, cultural geographic unit, social evolution

摘要：晚商时期的“西土”可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地理单元，“高原”与“盆地”是该地区最为主要的地理区

划。本文以“文化地理单元”为视角，讨论晚商时期“西土”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和社会演进特征。考古现

象揭示，大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形成是政治统一、人群观念认同的表现，而“文化地理单元”越破碎则人群

越杂乱，社会秩序则越不稳定。正因周人所处的地理优势，其将“西土”区域内的“高原”与“盆地”人群予

以有效整合，逐步实现了灭商前“文化地理单元”的统一。

关键词：晚商“西土”；文化地理单元；社会演进

高原与盆地：从地理单元文化演进看晚商时期的“西
土”社会*

据考古发现，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统治手段发

生了重大变化，商文化分布与早商时期发生了较

大差异［1］。这种考古学文化分布与王朝统治范围

不相对应的现象，被学者称为商周考古研究的新

问题［2］。因统治形态的变化，商王朝之外的诸多

区域逐渐突显自身特色，在受商王朝政治影响及

特有的地缘关系下，形成了与“大邑商”关系复

杂且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晚商时期的

“西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晚商时期的“西土”，考古学者多有论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黄土高原与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研究（2022JZDZ026）、西藏文化传承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专项招标课题“‘半月形文化带’青铜时代冶铸遗存研究”、陕西省高校“黄土高原

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青年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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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3］，一般是指晚商时期分布于商王朝核心区的

西方，在地理空间上，一般指太行山以西及其西

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主要包括晋南、豫西及陕西

关中、晋陕高原及邻近地区。商代晚期“西土”

区域内，考古发现有诸多文化面貌不同的考古遗

存，正是地理环境与地缘关系导致不同区域文化

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在立足考古学材料的基础

上，对晚商“西土”考古学遗存文化性质分析的

同时，关注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从地理单元文

化演进这一侧面考察“西土”的社会结构，以期

对晚商时期中心与周边的政治关系有深入的解

读，对商代社会结构有进一步的理解。

一 地理单元的划分

实际上，晚商时期的“西土”往往超出了

地理空间的范畴，其更多被赋予政治含义。由

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欠缺及其自身的局限

性，目前尚不能划分出明确的界线，而且，西

土诸人群与商王朝的关系也存在不稳定性，对

峙、战争、臣服在不同时期、不同族群中均有

可能发生。因此，本文拟从大的地理单元出

发，结合考古学文化格局演进，关注区域内商

与“非商”的关系变化，探讨与商文化接触、

影响区域的文化变迁，以此从文化地理单元角

度窥探晚商“西土”社会的发展。从自然地理

特征出发，可将晚商“西土”区域划分出不同

层级的地理单元。

（一）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边缘盆地

山脉与水系是划分地理单元的重要依据。我

国地势呈西高东低的阶梯状逐层下降，以殷墟为

统治核心的区域处于我国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

区，向西处于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海

拔明显增高，多以高原、丘陵地形为主，有学者

将这一区域考古所揭示的历史人群特征称之为

“高地”社会［4］。以晋陕高原为核心的黄土高原

腹地，地形地貌复杂，黄土被流水切割侵蚀严

重，形成了塬、梁、峁、丘陵、沟壑等地貌，平

均海拔1200米以上［5］，自然环境导致该地区的生

业模式、文化特征与其他区域产生明显差异，可

将这一地理单元称为“高原”地带。

“高原”的边缘包括关中盆地、晋南盆地、

晋中盆地等地理单元构成了“半月”状的黄土高

原边缘地带，秦岭、中条山、吕梁山、子午岭、

陇山等纵横向山脉构成了黄土高原南缘的多个盆

地地理单元，诸盆地间及其与黄土高原之间通过

河流水系及山间隘口相互连通。可将黄土高原南

部边缘的诸盆地简称为“盆地”地带。“高原”

与“盆地”在空间地理上相互依存（图一），文

化与人群方面交流频繁。由此，晚商“西土”可

从宏观角度划分为两个大的地理单元：“高原”

地带在环境、生业、气候等方面明显区别于商王

朝的核心区；“盆地”地带成为商王朝

核心区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在对

峙时期，“盆地”便是商与“高原”人

群争夺与拉锯的地带，也是文化缓冲

与交融的地带。

（二）“高原”与“盆地”内部的

地理单元

“高原”地带依据地貌类型可划分

为北部黄土丘陵区和南部黄土台塬

区。丘陵区多以峁、梁、沟壑等为地

貌形态，地形支离破碎，很难见到较

大面积的台塬地貌；黄土丘陵与边缘

盆地之间存在着以黄土塬为主要地图一 晚商“西土”的地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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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其特点是塬面较大，宽大的台塬适合古代农

业的发展。

“盆地”地带依据水系与地貌特征，可划分为

不同的地理单元：关中盆地是由渭河干支流冲击

而形成的平原，盆地内可分为渭河阶地区，渭北

台塬区，山麓冲积洪积区等地形；晋西南盆地位

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下游，该地区背靠韩信岭，

东依太岳山、中条山，西、南以黄河为隔；晋中

盆地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山，西接吕梁

山，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豫西的伊洛盆地地处

黄河以南，渭河平原及秦巴山区以东，南临南阳

盆地，北有邙山，南为熊耳山、伏牛山等山脉，

形成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6］。

需要说明的是，对更小地理单元的考古学研

究，也可揭示不同区域内文化、聚落与社会信

息［7］。空间与文化景观的差异都是地理单元划分

的依据［8］，由于更小层级地理单元的考古学研究

往往受材料的局限，本文主要从宏观地理单元角

度分析区域文化演进，并非对所有地理空间进行

全面分析。

二 晚商时期诸地理单元内的文化格局演进

随着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及研究不断深入，

“高原”与“盆地”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已取

得重要进展，以下对各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化演

进予以简要分析。

二里岗上层时期关中盆地东部已归于商文化

分布区，该区域所见诸多早商文化遗址，文化面

貌与郑州地区近乎一致，学者称其为早商文化

“北村类型”［9］。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也是商文化

的分布区［10］。这一时期，“高原”地带所见考古

遗存较少，目前所见主要以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

的朱开沟文化为代表［11］，在朱开沟文化墓葬中发

现有铜戈等商文化因素，说明两地人群存在交流

与互动。

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与地理单元对应

关系单一，“高原”与“盆地”区分较为明显，

两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理单元”［12］，此种地

理格局的形成，表现出地理空间与考古学文化特

征上的契合。这种文化分布态势正如学者指出的

那样，早商文化在晋陕高原外围形成了“钳形包

围”［13］，充分说明商人的统治意图。考古学文化

的分布特征直接展示了商王朝强势统治力，亦显

示了“高原”地带与商王朝统辖区存在明显的空

间界线。

（一）第一阶段

殷墟一期或稍早，区域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

了一定变化，诸“盆地”所展现的文化特征不相

一致。

关中东部地区以西安老牛坡［14］、赤栏桥［15］、

羊元坊［16］等遗址为代表，文化面貌与商文化相

近；铜川耀县北村遗址也有这一时期遗存［17］。自早

商文化第三期开始，商文化继续向关中西部扩

展，遗址点向西推进到岐山、扶风一带［18］。关中

西部形成了商文化“京当型”［19］，内涵不似“二

里冈类型”单纯，其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从文

化分布空间来看，商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分布范围

已达到最大。几乎同时，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

表［20］，于漆水河及泾河中游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

郑家坡文化［21］，其与“京当型”商文化面貌迥

异，应代表了不同人群。雷兴山先生分析周原遗

址商时期遗存认为，周原遗址商时期第一期遗存

属于“京当型”，其与郑家坡文化是两支并行发

展、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郑家坡文化的年代

上限也早于殷墟一期［22］。

刘家文化这一时期形成［23］，其主要分布于关

中盆地西端邻近陇山及秦岭山前地带。北部山地

的麟游、泾河中游干流与部分支流发现有与刘家

文化较为相似的碾子坡文化遗存［24］，两类遗存文

化面貌较为接近，均以高领袋足鬲、带耳罐等为

主要陶器，墓葬见有偏洞室，墓内多发现石板、

石块，头龛或侧龛较常见。学者指出，碾子坡类

遗存和刘家文化的关系应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

型，与郑家坡类遗存的关系应为两支年代同时、

并行发展的不同考古学文化［25］。以刘家－碾子坡

文化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分布在“京当型”商文化

的西、北外围区域，依靠陇山、秦岭及北山，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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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西部形成“半包围”式的文化分布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分布于关中西部的

“京当型”商文化遗存中，除了含有大量商文化

因素之外，在扶风壹家堡［26］、老堡子［27］、岐山

王家嘴［28］、礼泉朱马嘴［29］等遗存中，出现了一

定数量的朱开沟文化因素，所见花边鬲、蛇纹鬲

等因素显示出“高原”因素的到来。张天恩先生

将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年代相当于早商晚期

（殷墟一期前后），是朱开沟文化的变化与扩散阶

段，分布范围主要在陕北的西北部，从早到晚有

向西南移动的趋势［30］。关中西部所见朱开沟文化

因素，正是这种南下文化浪潮的产物。

这一时期位于黄土丘陵东侧的李家崖文化兴

起［31］，晋南盆地所见商文化遗存稀少［32］。张忠

培等先生认为，大约从殷墟一期之后，分布于晋

中地区以太谷白燕早商阶段遗存为代表的土著文

化，演变为以汾阳杏花村遗址晚商遗存为代表的

文化类型，并称之为“杏花类型”［33］。杏花类型

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既包括晋中本地更早遗存的

遗留因素、商文化因素、商文化与本地融合因素

及李家崖文化因素等。学者通过详细分析，认为

杏花类型是在商文化强势主导下的晋中南地区土

著文化遗存，因与商人的紧密结合而呈现出异常

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其意义在于共同应对来自晋

陕高原李家崖文化的东进［34］。

这一时期与早商时期所形成的稳定的“文化

地理格局”有所不同，黄土丘陵和黄土台塬地带

的人群逐渐南下，一方面打破原有的文化格局，

黄土台塬及其邻近的关中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

兴起，区域内文化多样性特征已经形成；另一方

面，商文化与“非商”文化的空间区域变得边界

不清，关中、晋中、晋南等盆地出现了多种文化

格局，商文化地方类型、深受商文化影响的地方

文化依然在维持着早商时期的基本“文化地理单

元”，但这种格局已危如累卵。

（二）第二阶段

殷墟二期前后，碾子坡文化沿泾河继续南

下，占据了部分郑家坡文化孙家类型的地理空

间，如在旬邑县枣林河滩［35］、孙家［36］、西头遗

址［37］发现这一时期的碾子坡文化遗存。刘家文

化在宝鸡一带迅速发展，“京当型”消退。郑家

坡文化在漆水河及关中北部黄土台塬区依然可

见，在淳化县的枣树沟脑遗址见有郑家坡文化遗

存［38］，似乎是因为碾子坡文化的南下，导致这一

时期泾河沿岸孙家类型与其快速融合，以联裆鬲

为代表的自身因素却变得稀少。这一时期，刘

家-碾子坡文化在关中北缘西段形成了汇合之

势，这种文化发展趋势应是导致“京当型”文化

消亡的重要原因。

关中东部地区以西安老牛坡遗址为代表，其

文化面貌与商文化已有较多差异，学者多将这一

时期及稍晚关中东部的考古遗存称之为“老牛坡

型”，认为其文化性质属商文化［39］，有学者认为

其与商文化有明显的区别［40］。从考古发现可以看

出，老牛坡类型在陶器面貌上与殷墟文化的差别

日益渐远，但墓葬葬俗、手工业技术方面与商王

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晋陕高原西侧分布的朱开沟文化继续发展，

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该文化已经分布于延安一

带［41］。东侧南流黄河两岸分布的李家崖文化得

以快速发展，大量铜器、高等级聚落与大型墓葬

的发现，充分显示出这一人群的强盛态势 ［42］。

正是因为“高原”人群的兴起，晋南盆地出现了

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以浮山桥北为代表的高等级

人群［43］，不同地理单元文化面貌的差异，以及

高等级人群的出现，显示了“高原”与“盆地”

人群的对峙加剧。

上一阶段晋南地区发现遗存较少，文化面貌

不甚清晰，而这一时期商文化遗存数量增多，特

别是高等级人群的出现，主要仍以汾河东侧山地

作为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带，而汾河以西及吕梁山

地所见遗存仍以李家崖文化或李家崖文化与商文

化融合的形态存在。李家崖文化向东冲击的晋南

盆地，也出现了文化的混合区域，出现更加多层

的文化地理单元。

整体上，这一阶段来自“高原”地区的诸文

化继续向南，向东扩张，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的刘

家-碾子坡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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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影响效果。正是各地

理单元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率加快，导致地理单元

内出现诸多遗存文化面貌相异，这种不同一方面

与地理环境及文化互动通道上多种文化因素汇聚

有关；另一方面与各类文化进退速率快慢有关。

这种南下的文化冲击力不仅促生了本地文化焕发

活力，更使得了本地接受了更多新鲜因素，促进

了人群结构、生业模式及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

（三）第三阶段

殷墟三期前后，随着“高原”地带诸文化的

进一步发展，“盆地”内考古学文化格局也发生

了较多变化。刘家-碾子坡文化汇合于关中西

部，泾河流域所见碾子坡文化也发生了一定变

化，已发掘的旬邑枣林河滩聚落于这一时期衰

败，这一现象或许与大规模人群迁徙有关［44］。周

原遗址第二期遗存发生了较大变化［45］，居址与墓

葬出现多种文化特征，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刘家-
碾子坡文化的融合有关，另一方面郑家坡文化也

参与到这场文化的大整合过程中。

泾河中游的淳化枣树沟脑、黑豆嘴［46］等遗

存发现较多来自晋陕高原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因

素。朱凤瀚先生将以黑豆嘴为代表的青铜器称之

为“黑豆嘴类型”，判断其年代约在殷墟文化

二、三期之际，并认为其与来自陕北的“绥德类

型”有密切关系［47］。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类型仍然

延续，其自身文化特征更加凸显，与商文化核心

区的发展轨迹有所偏差。李家崖文化南下至关中

东部，在黄河沿岸的韩城［48］、合阳［49］、华县［50］

等多个地区遗址中见有此种因素。晋南地区商文

化遗存数量较少，这一时期晋南盆地与“高原”

之间的关系更多以融合为主。晋中盆地杏花类型

显示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特征。

该时期“高原”地带向东的文化影响似乎更

柔和一些，高原人群向南部关中盆地的冲击力更

为强大，子午岭两翼南下的“高原”人群动力

十足。

（四）第四阶段

商末周初是关中盆地文化整合的阶段。周原

遗址所见的6a（王家嘴地点）、6b（礼村H8为代

表）段遗存，周公庙遗址第1、2段，孔头沟遗址

第1、2段、壹家堡遗址第4段等遗存被学者指出

其文化面貌的复杂性［51］。王立新先生指出，自周

原开始，逐渐扩及周边，形成了一种由多元文化

并行到相互融合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一时期遗存

表现出较大范围的交融性和结构上的非稳定性，

其应是关中西部商周之际的“过渡期”遗存［52］。

其实，这种大的文化融合不仅见于关中盆地，黄

土台塬地带也显示得异常明显。泾河中游碾子坡

文化因素在该区域逐步退出，而出现多种因素整

合的现象，部分陶器与周原为代表的周文化核心

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于此同时，泾河流域的西头

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商末周初时期的墓葬［53］，居

址内也发现了文化因素整合阶段的遗存，墓葬中

反映的商文化因素表现得异常显著，这大致与商

末部分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人群被安置于此

有关。

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类型衰退，商末逐渐整合

的“先周文化”东进至关中东部。与此同时，晋

南及晋中盆地出现了以酒务头［54］、浮山桥北、灵

石旌介［55］等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殷墟四期时

“杏花类型”出现了一类侈口弧裆陶鬲，虽然器

形上多保持了商文化与土著文化因素融合式陶鬲

的特征，但裆部特征及口沿的变化又可看出周文

化因素的影响［56］。

黄土台塬地带所见遗存与来自黄土丘陵的

李家崖文化互动加剧。大量北方系兵器与装饰

品流入黄土台塬地带，淳化县枣树沟脑、耀县

丁家沟［57］、甘泉阎家沟［58］等遗址所见遗存充分

体现了文化间的互动。泾河流域出现大量来自李

家崖文化的因素，三足瓮、北方系青铜兵器与装

饰品的出现，说明区域内有大量“高原”人群迁

入，而陕北南部及黄土台塬地带发现的周式因

素，“重食”铜礼器的出现［59］，说明黄土台塬和

子午岭两翼是文化互动最为激烈的区域。南下因

素也进入到关中腹地，华县东阳遗址部分单位出

土的鬲、瓮口沿多饰花边，鬲足较肥硕等特点，

与李家崖文化遗物相似，其年代为殷墟晚期或商

周之际［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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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台塬地带不仅有“高原”文化因素的南

下，亦可见以周原为核心的关中盆地文化因素的

北上，这一特征在泾河流域、陕北南部等地均有

体现，如刘家文化的高领袋足鬲在旬邑西头遗址

也有发现［61］，泾河流域与周原及附近地区普遍出

现横绳纹鬲，这都显示了黄土台塬地区与关中西

部地区文化整合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关中东部

李家崖文化因素在此分布，有学者敏锐地指出，

华县东阳遗址所见遗存应与李家崖文化的后裔有

关［62］，这也充分说明了周人对来自“高原”地带

人群的安置。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商末时期汾

河以东山前地带分布着商文化高等级墓地，并呈

线状分布，具有政治对峙的态势［63］。而高原地带

的李家崖文化已渐衰落，关中北部黄土台塬地带

所见的诸文化也处于整合阶段，逐渐与以周原为

代表的文化特征趋同，表明多元因素融合下的周

文化正在焕发活力。

这一阶段，从关中盆地到晋南盆地的文化分

布态势形成了“弧状”分布带，与二里岗上层时

期的文化分布态势相近，“盆地”与“高原”分

界明显，商文化依然在晋南东部山地驻守，只不

过这一时期与商文化对峙的并非“高原”人群，

而是已经融合形成了“复合体的周人”或“周人

集团”，后者占据了“盆地”，并与“高原”人群

融合，背靠“高原”，在“盆地”形成了“弧

状”文化地理单元，与商文化形成明显的对峙

格局。

三 从考古发现看诸地理单元的社会特征

由于晚商时期“西土”诸地理单元人群与社

会结构复杂，这里仅对考古资料充足的“文化地

理单元”进行社会特征分析。

（一）晋陕高原

近些年，随着李家崖［64］、柳林高红［65］、清

涧辛庄［66］、寨沟［67］等遗址的发掘，李家崖文化

的社会面貌逐渐被揭开。在黄土丘陵地带，分布

着密集的李家崖文化聚落，据曹大志先生调查统

计，晋陕高原晚商时期遗址数量达 406处［68］，其

中多数遗址的文化属性归于李家崖文化。在这些

聚落之中，可看出明显的聚落等级差异，且形成

了聚落的“多中心”特征，如柳林高红遗址发掘

大型建筑基址和夯土墙；辛庄遗址发现一组由主

体建筑和两级回廊组成的大型建筑遗迹，总面积

达4200平方米，是目前殷墟之外发现的商代晚期

规模最大建筑遗迹［69］；寨沟遗址内发现有大型夯

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等不同功能遗

存或遗迹，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其中寨塬盖面积约2万平方米，盖

顶平坦、留有大面积夯土遗存［70］。晋陕高原晚商

时期发现多处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71］，寨沟等

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充分说明此处存在最高等级

贵族。与此同时，诸如青铜器、绿松石、雕花骨

器等稀有遗物只发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高等

级贵族掌握了铸铜技术，并对商王朝的礼制予以

接受，如青铜礼器组合、墓葬形制、殉车葬俗等

与商社会有互通联系，说明李家崖人群在不断与

商王朝互动，寻求社会等级与秩序的有力维护。

有学者指出，随着晋陕高原人群的兴起，正是

“高原”人群的步步紧逼和戍边人员得不到及时

“更新”，才导致商人节节败退［72］。通过以上可看

出，李家崖社会结构复杂，与商王朝的关系异常

密切，其应是晚商时期商王朝西北方非常强大的

区域方国。

（二）关中盆地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河东岸的二、

三级阶地上，秦岭北麓余脉骊山西南侧横岭塬的

边缘。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73］，该遗址被认为是

关中地区夏商时期重要的聚落。近些年考古工作

者对该遗址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确

认该遗址现存区域面积约 140万平方米，远大于

以往对该聚落的认识。调查发现疑是夯土墙遗

迹，夯土墙体位于遗址中部的东部边缘区域［74］。

通过聚落结构研究发现，在聚落内部遗迹种类丰

富，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灰坑、墓葬、车马坑、

陶窑、炼炉等，遗物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

玉器，陶器，陶范，炼渣，卜骨及石器等［75］，充 71



中
原
文
物

C
U
L
T
U
R
A
L

R
E
L
IC

S
O
F

C
E
N
T
R
A
L

C
H
IN

A

分说明老牛坡晚商聚落结构复杂，聚落功能规划

明显，有学者认为老牛坡遗址是关中地区晚商时

期重要的区域性中心聚落［76］。

关中东部老牛坡类型聚落分布数量有限，但

分布范围较广，存在大小层级。在老牛坡大型聚

落之下，关中东部目前已发现的西安东泔河［77］、

韩城陶渠［78］、三原邵家河［79］等遗址规模小于老

牛坡。值得注意的是，秦岭山脉以南的汉中盆地

宝山遗址中［80］，所见晚商陶鬲与老牛坡遗址所见

十分相近，城固、洋县等地所见的青铜面饰［81］

等亦可在老牛坡见到，说明老牛坡是联系关中与

汉中盆地的重要枢纽。另在关中东部发现多处晚

商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这为老牛坡类型的分布

和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老牛坡社会分层并不

十分明显，聚落数量相对较少，或囿于考古工作

的局限，虽部分遗址出土晚商青铜器，但文化面

貌、聚落规模等方面还不清晰，反映出社会结构

不完整，仅有老牛坡这一核心聚落功能完备，周

边聚落对核心聚落的支撑力并不显著。因此，老

牛坡遗址应是早商时期商王朝分布在关中东部的

重要聚落，随时代的发展，老牛坡聚落成为晚商

时期商王朝控制关中东部的重镇，其重要作用或

与资源获取有关。商末，老牛坡社会逐渐与商王

朝核心区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更多的地方性

特征日益凸显。

关中西部地区的晚商社会特征经历了一个由

“多元”到“一体”过程。晚商时期多种人群活

动于关中西部，刘家-碾子坡文化分布区域内，

目前尚未有城址的发现，但考古资料显示诸聚落

间已经出现等级差异，如泾河流域所见的碾子坡

遗址，聚落面积约 30万平方米［82］，聚落内出土

晚商时期铜容器；而距其不远的枣林河滩、孙家

遗址聚落面积不超过 15 万平方米，碾子坡与此

两处聚落等级区分明显。郑家坡文化所在的漆水

河流域也出现聚落层级的差异，郑家坡遗址是区

域最大型聚落，其面积可达 330 万平方米 ［83］。

“京当型”商文化虽有多个遗址出土青铜器，但

聚落等级特征不明显，尚不能窥其社会特征。至

殷墟三期后，随着文化融合与人群的迁徙，以周

原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日趋完善。王家嘴发现大型

建筑基址［84］，新发现商末周初两重城墙结构［85］，

均展现周原遗址的都邑特征。周原以外分布着以

孔头沟、周公庙、劝读、水沟等次一级聚落，此

类聚落之下仍有多层级聚落结构［86］。由此可见，

以周原为代表的社会结构随着人群整合及聚落等

级建构而逐步完善。商末时期，周原社会与“大

邑商”在文化上的联系并不显著，但周原社会存

在的礼器制度、生产技术等多方面都与商核心区

表现出密切的联系，由此可判断，商末以周原为

代表的社会应是与商王朝关系不甚稳定的区域

方国。

（三）晋南盆地

学者指出，晋南盆地晚商时期商文化或与

商文化面貌相近的古代遗址基本都位于河汾之

东，靠近山地的盆地边缘地区，有些遗址已进

入山区［87］。此外，研究显示，晚商时期聚落本

身具有较高等级，酒务头带墓道大墓与殷墟十分

相近，灵石旌介墓葬墓主等级较高，青铜器与商

王朝核心区有较多的相近性。从聚落分布的角度

来看，这些聚落周围基本不见同时期的中、低等

级聚落［88］。殷墟文化四期，西北边境的外来人群

趁机南下，周人不仅阻挡了他们南下，也牵制了

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扩张，使得他们没能进

入临汾盆地［89］。

四 结语

地理环境是产生区域文化和人群特征的重要

基础，是揭示区域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晚商时

期的“西土”，地理环境较为复杂，造成了人群

与社会的复杂性。通过考古材料，可以从宏观角

度反映商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关

系，虽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可以区分“商”与

“非商”属性，但在人群与政治关系与考古学文

化方面却不能一一对应。从地理单元角度来看，

在某一时期可划分出大的“文化地理单元”，在

人群互动频繁之时，“文化地理单元”将被划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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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碎小，这种大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形成

是政治统一、人群观念认同的表现，而“文化地

理单元”越破碎，则人群越杂乱，社会秩序越不

稳定。本文所揭示的早商与晚商末期出现的“高

原”与“盆地”两次大范围“文化地理单元”的

出现，正是商王朝强盛及西周建国之前政治统一

特征的反映。

综上，晚商时期“西土”社会的各地理单

元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关中西部的周原社会

实现了西土集团的有效融合，社会内人群与文

化面貌由多元逐渐走向统一，社会整合与调适

是周原社会形成的主线。关中东部的老牛坡社

会，具有自身特色并与商王朝保持密切关系，

继承了早商的传统，延续过程中逐渐地方化。

从周人东进的态势来看，老牛坡社会与商王朝

的关系较为稳固。晋陕高原的李家崖社会，多

中心的社会结构显示出其人群的复杂性和社会

的不稳定性。高等级贵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

深受商的影响。生业模式脆弱，导致社会抗风

险能力较差，与商王朝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对峙与融合是该社会演进的主线。晋南盆地以

酒务头为代表的社会是“大邑商”防御西土的

前沿，人群复杂，为高级贵族迁徙而来，军事

防御性更强，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

甲骨文多记载武丁时期商王朝与西北地区族

群战争频繁［90］，殷墟一期后，似乎商王朝与“高

原”东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李家崖文化所见大

量商文化因素来看，商王朝对晋陕高原的影响十

分强烈。有学者指出，武丁的夫人妇好就应来自

山西晋中盆地一带［91］，充分说明了商王朝与这一

区域的密切关系。晚商时期，商王朝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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